
胡应麟( 1551- 1602) , 明代中后期著名文献学家和私人

藏书家 ,《经籍会通》就是他的代表著作。此书是我国第一部图

书事业史著作 , 也使胡应麟本人成为我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研

究的奠基人。但迄今为止 ,学界还尚未从图书事业史的角度对

此书予以解析。故笔者撰文究其一二。

一 总结历代的图书收藏情况

通过对史志目录、官私书目的比较对勘 , 胡应麟发现 , 各

家目录对图书的著录往往迥然不同。如隋朝官方记载的图书

数量为三万七千卷 , 而《隋书·经籍志》则著录有八万九千余

卷 , 唐八万二千卷 , 而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云十二万五千余卷 ,

“宋《崇文目》四万 ,《中兴目》五万 , 而《史》十一万九千九百七

十二卷”。对此 ,胡应麟在《经籍会通》卷一( 以下引文出此者不

再注明) 指出:这一是由于“或但纪当时 ,或通志一代”,如史志

目录为后人所修 ,是荟萃一代而成 ,而当时官私书目则只是记

录一时或一人一地所有。二是由于“或因仍重复 , 或节略猥

凡”, 如《宋史·艺文志》主要因袭宋官修四部《国史·艺文志》,

但四志之间 ,有无增损 ,互有异同 ,编史者合此四志 ,虽做了一

些删重除复的工作 , 终因史官无识 , 一书数见、重复颠倒之处

甚多;再如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,虽以《七略》为本 ,但也对之做

了一些增删损益的修订工作 ,因而虽二者时代相距不远 ,但所

录图书数量却不无异同。

对这些“多寡悬绝”的纷繁记载 ,“即博洽之流 ,勤于论核 ,

而疑似之迹 ,未易精详”。有感于此 ,胡应麟旁参各代 ,䌷绎群

言 , 核其讹谬 , 考其异同 , 对西汉、东汉、晋、东晋、东晋孝武、

宋、齐永明、梁、梁普通、隋初、隋大业中、唐开元中、唐开成中、

宋庆历中、宋淳熙中等十五个历史时期所存的典籍卷数详加

考证 ,推寻出各时代的基本藏书情况。这就为后人研究图书事

业发展史提供了第一次系统的总结整理的资料。对此 ,近代史

家刘咸炘给予高度评价 , 认为 :“古今藏书数目大略 , 胡氏《经

籍会通》考之最详。”[ 1 ]

二 考察历代的图籍兴废情况

早在隋朝 ,牛弘即已提出“书有五厄”之说。在此基础上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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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应麟将历代书籍的散亡原因总为“十厄”, 认为 :“牛弘所论

五厄 ,皆六代前事。⋯⋯书自六朝之后 ,复有五厄 :大业一也 ,

天宝二也 ,广明三也 ,靖康四也 ,嘉定五也。通前为十厄矣。”可

见 ,“十厄”主要是指战乱兵燹。考察历史可知 ,这些战乱都已

经关涉到各政权的兴衰存亡 , 图书“十厄”正是其在文化事业

上的一种反映。因此胡应麟指出 :“观此 ,则图籍废兴 ,大概关

系国家气运 ,岂小小哉! ”认识到国家政治形势对图书事业乃

至文化事业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。几年以后 ,著名学者焦竑也

在《国史经籍志·序》中表示 :“运徂则铅椠息 , 治盛则典策兴。

盖不独人主风尚系之 ,而世道亦往往以为候。”这显然是对胡

应麟之论的肯定与认同。

不难看出 , 图书“十厄”是在继承和总结前人成果基础上

提出的 ,主要是续而不是创。但胡应麟绝非只是沿袭前人成说

而无所发展之人 ,从他的全部学术活动考察 ,他总是博采前人

之长而又出之以个人的创造性的批判审查。胡应麟沈湎典籍

多年 ,掇拾补苴 ,窥管探研 ,对历代书籍的聚散情状 ,逐渐形成

了自己的总体看法 :“等而论之 , 则古今书籍 , 盛聚之时 , 大厄

之会 ,各有八焉。春秋也、西汉也、萧梁也、隋文也、开元也、太

和也、庆历也、淳熙也 , 皆盛聚之时也。祖龙也、新莽也、萧绎

也、隋炀也、安史也、黄巢也、女真也、蒙古也 ,皆大厄之会也。”

至于东汉与西晋 :“东京之季 ,纂辑无闻;魏晋之间 ,采摭未备;

( 董) 卓( 刘) 曜诸凶 ,摧颓馀烬。于聚于厄 ,俱未足云。”这一分

析 ,将古今书籍存亡聚散的大致发展过程 ,融入到社会历史的

发展进程之中 ,以交错相间的形式揭示出来 ,为中国古代图书

事业史的研究勾勒了线索和脉络。

在以官方藏书为主 ,考察全国性典籍聚散之后 ,胡应麟在

《经籍会通》卷一和卷四中 , 还对历朝历代私人藏书家的有关

藏书状况作了历史考察 , 并纠正了前人记载中的夸大失实之

处。由此 ,胡应麟得到两点认识 :一是 ,“大率人间所藏 ,卷轴不

过三万( 卷) ”。当然 ,这是指删除重复的“正本”而言。这一点 ,

即使聚书相当容易的两宋时期也是一样 ,“盖由印本易得 , 故

储蓄者多 , 其数故不能溢也”;南宋陈振孙“所藏至五万馀 , 足

为宋世藏书第一家 ;据《( 齐东) 野语》, 乃宦中尽得五姓之书 ,

故能至是 ,岂易易哉!”参以吴晗《江浙藏书家史略》,这一数字

是很符合客观实际的。二是 ,藏书家于所藏“皆不能久有”。无

论是受厄于人事之不臧的火灾 ,如叶梦得、李光、宋绶、晁文元

等 , 还是受厄于藏弆者之鲜克有终 , 如宋人江元叔、元人庄蓼

塘等 ,总之 ,“古今藏书 ,同一慨也”,即保存不易。胡应麟由此

得到启示 :“凡物 , 盛必有衰 , 聚必有散 , 即前代帝王、名公、钜

儒 ,竭天下之力畜之 ,而一旦且散轶而不能保 ,则余今所得 ,庸

讵可据为己物? ”[ 2 ]于是 , 他不但对自己的藏书室精心设计 ,

使之“避湿”“就日”, [ 3 ]防潮防蠹 , 而且还对藏书用途提出了

新的认识。

三 探讨藏书功用及藏书家类型

北宋时 ,苏轼明确提出了藏书的功用问题。他在《李氏山

房藏书记》中说 , 藏书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读 ,“供其无穷之

求 , 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”, 批评了当时学者“束书不观 , 游

谈无根”的不良现象。显然 ,他所主张的“读”,是为了充实和提

高个人的知识修养。相比之下 ,元代王恽的认识明显地更进一

层 ,其《王氏藏书目录序》云 :“置之而不力其读 ,读之而不践其

道 ,与无书等矣。”聚书之后 ,不但要努力去读 ,而且还要把读

到的好的东西付诸自己的实践 , 成为指导自己思想和行为的

准则 ,否则聚书与否 ,没什么两样。其后 ,马端临又从典籍流传

的角度 , 来认识聚而必读的问题 , 其《文献通考·自序》云 :“夫

书之传者已鲜 ,传而蓄者加鲜 ,蓄而能阅者尤加鲜焉!”有感于

此 , 他在书中《经籍考·总序》之末 , 特别录载了苏轼的言论 ,

“以警蓄书而不读者”。

作为一名藏书家 , 胡应麟接受了“聚书在读”的藏书目的

论 ,明确宣称:“余则以书之为用 ,枕籍揽观。”[ 4 ]他在《经籍会

通》卷四表示 :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富于问学、勤于钻研的学者。

也就是说 , 他阅读藏书 , 既不是仅为提高个人才识修养 , 也并

非为效法古圣先贤的所作所为 ,而是直接用以进行学术研究 ,

这是他与前人在读书目的上的明显不同。在卷末 ,他录辑了欧

阳修《集古录序》、苏轼《李氏山房藏书记》、李清照《金石录后

序》,并特为申明此举说 :“夫书好而弗力 ,犹亡好也 ,故录庐陵

《集古序》。夫书聚而弗读 ,犹亡聚也 ,故录眉山《藏书记》。夫书

好而聚 ,聚而必散 ,势也。曲士讳之 ,达人齐之 ,益愈见聚者之

弗可亡读也 ,故录易安《金石志》终焉。”藏书散亡是必然的 ,只

有读之用之 ,才是防止藏书散亡的最有效途径。既然已经将所

藏图书的内容吸纳到自己的思想与研究、写作之中 ,其散亡又

有何影响呢!

对于胡应麟本人的聚书读书 , 其长辈亦是其生平挚友的

王世贞给予了极高评价。在他看来 ,只有像胡应麟这样 ,才是

真聚书而又真读书者 ! [ 5 ]而遍览胡应麟的全部传世著述 , 无

论是《少室山房笔丛》所收的十二种书 , 还是《少室山房类稿》

中的史评、题跋、读书后、评史诗等篇章内容 ,以及《诗薮》二十

卷 , 都是他在自己藏书的基础上 , 加以勤奋阅读之后写出来

的。

藏书目的既已明确 , 对藏书家类型的讨论也即在情理之

中。胡应麟说 :“画家有赏鉴 ,有好事。藏书亦有二家。列架连

窗 ,牙标锦轴 ,务为观美 ,触手如新 ,好事家类也。枕席经史 ,沈

湎青缃 ,却扫闭关 ,蠹鱼岁月 ,赏鉴家类也。至收罗宋刻 ,一卷

数金 ,列于图绘者 ,雅尚可耳 ,岂所谓藏书哉! ”[ 6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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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藏书家类型的划分 , 当然是宋代以来私家藏书大兴

的客观事实的必然要求。从胡应麟的论述来看 ,他是把宋人米

芾关于画之收藏家的分类移植到对藏书家的分类。米芾在《画

史·唐画》中说 :“好事者与赏鉴之家为二等。赏鉴家谓其笃好 ,

遍阅记录 ,又复心得 ,或自能画 ,故所收皆精品。近世人或有赀

力 ,元非酷好 ,意作剽韵 ,至假耳目于人 ,此谓之好事者。”

考察中国图书事业史可知 , 胡应麟是对藏书家类型进行

分析论述的第一人。藏书家的出现是图书事业发展的重要表

现之一 , 因而对其加以分析把握 , 确实是一项积极、有意义的

工作。胡应麟区分了好事家与赏鉴家 ,但这二者同属于为收藏

而藏书 ,因此从评论家的角度说 ,他在思想认识上只是提出了

一种藏书家类型。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 ,胡应麟本人也是藏书

家 , 而且是明代屈指可数的藏书大家 , 他自己如何利用藏书 ,

将自己定位于哪一类型的藏书家 , 是他从实践上对藏书家类

型划分的思想认识的进一步深化。胡应麟并不欣赏收藏型的

藏书家 ,他以自己的藏书实践 ,说明他是属于读书著述型的藏

书家。从而 ,他实际上也就从认识与实践两个方面 ,划分了藏

书家的两种不同类型 ,即收藏型和读书著述型。对于藏书家胡

应麟来说 , 只有从其实践与认识两个方面把握他对藏书家类

型划分的认识 ,才可以说是比较全面的做法 ;仅注意他的言论

而不考虑他本人的藏书实践 ,恐怕是有失偏颇的。

胡应麟将收藏型藏书家区别为好事、赏鉴两种 ,说明在每

一藏书家类型之下 , 还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具体情况进一步

细分。在他之后 ,谢肇淛在《五杂组》卷一三中批评了三种藏书

家 :一、浮慕时名 ,徒为架上观美者 ,谓之无书可也 ;二、广收远

括 ,毕尽心力 ,但图多蓄 ,不事讨论 ,半束高阁 ,谓之书肆可也 ;

三、博学多识 ,记诵如流 ,但难以自运 ,与觚莫展者。很明显 ,这

三种情况 ,正是胡应麟所说的好事家与赏鉴家 ;而从其所论第

三种情况看来 ,谢肇淛也是肯定和赞同胡应麟的做法 ,主张和

提倡能够将藏书自运于心的读书著述型藏书家。洪亮吉则在

《北江诗话》卷三中 , 将藏书家分为考订、校雠、收藏、赏鉴、掠

贩五种类型 ,但从宏观上说 ,考订、校雠都属于读书著述家 ,收

藏、赏鉴都属于收藏家 , 掠贩则是既不读也不藏 , 只待善价而

估的书贾 ,现代文学家唐弢就是如此分类的。[ 7 ]而据钱曾《读

书敏求记》之赵孟升《序》, 钱谦益则径以读书之藏家、聚书之

藏家为标目 ,并被现代文献学家余嘉锡所沿用。[ 8 ]显然 ,无论

是宏观的一般性分法 ,还是微观的具体细分 ,胡应麟的开创性

工作都是不容抹煞的。

四 探讨图书形态的演变过程,肯定印刷术的

发展进步

无论是历代藏书的发展 ,还是藏书家的大量涌现 ,从根本

上说都是图书数量和品种的发展壮大。此外 ,从图书外在表现

形式上看 ,还有着一个自身形态发展的问题。对此 ,胡应麟考

察了书籍由漆文竹简进化为书册的演变过程。他在《经籍会

通》卷四说 :“今人事事不如古 ,固也 ,亦有事什而功百者 ,书籍

是已。三代漆文竹简 ,冗重艰难 ,不可名状。秦汉以还 ,浸知钞

录 ,楮墨之功 ,简约轻省 ,数倍前矣。然自汉至唐 ,犹用卷轴 ,卷

必重装 ,一纸表里 ,常兼数番 ,且每读一卷或每检一事 ,䌷阅展

舒 ,甚为烦数 ,收集整比 ,弥费辛勤。至唐末宋初 ,钞录一变而

为印摹 , 卷轴一变而为书册 , 易成、难毁、节费、便藏 , 四善具

焉。溯而上之 ,至于漆书竹简 ,不但什百而且千万矣。士生三代

后 ,此类未为不厚幸也。”这一论述 ,当然只是对书籍自身形态

演进过程的纲要式说明 ,其真实演进过程远比这复杂得多 ,但

就其演进过程整体看 , 胡应麟所述还是揭示了书籍由漆文竹

简进化为书册的几个主要阶段 , 并对这一过程中由简牍到造

纸术再到印刷术的科技进步 ,鲜明地表示了肯定的态度。

此前 , 陆深在《金台纪闻》( 第 20 条) 中 , 对印刷术的发展

进步给予了否定。胡应麟对陆深很有研究 ,陆深的这一观点 ,

他当然知道 , 因此 , 他对印刷术发展进步的肯定 , 正是对陆深

落后认识的直接批判。就此 , 他还专门考证了雕版印刷的历

史 , 指出 :“遍综前论 , 则雕本肇自隋时 , 行于唐世 , 扩于五代 ,

精于宋人。此余参酌诸家 , 确然可信者也。”[ 9 ]这一总结“综

合”,特别是雕版始于隋之说 ,后人虽亦有质疑者 ,但越来越得

到了现代学者的认同和肯定。如张舜徽据考古文物资料指出 :

“我国远在六世纪末 ,已有雕版印刷书。”[ 10 ]宋原放等人认为 :

雕版印刷术发明发展的完整而清晰的过程 , 就是“创于隋唐 ,

广于唐末 ,盛于五代之后”。[ 11 ]肖东发则更为直接地指出 :“明

代学者胡应麟在《少室山房笔丛》中有一段很精辟的话 :‘雕本

肇始于隋 ,行于唐世 ,扩于五代 ,精于宋人。’清代以来 ,赞成此

说者越来越多。”他认为 :“在肯定我国唐代初年已有雕版印刷

品流行的前提下 , 亦不能完全否认隋代出现雕版印刷术的可

能。⋯⋯印刷术起源于中国 ,时间是 6- 7 世纪之交 ,应该成为

共识。”并从雕板印刷术产生的需要与可能两个方面 , 断言 :

“雕版印刷术产生于隋至初唐之际。”[ 12 ]

五 考察明朝当代的图书事业情况

在《经籍会通》卷四中胡氏对明代的图书事业情况进行了

考察 , 涉及到当时的图书出版盛况、各地的书肆情况、书籍的

刻板情况、各地印书的纸张情况等诸多内容 , 因篇幅所限 , 这

里仅择要介绍一二。

关于图书出版盛况 ,胡应麟总结说 :“魏晋以还 ,藏书家至

寡 ,读南北史 ,但数千卷 ,率载其人传中。至《唐书》所载 ,稍稍

万卷以上 ,而数万者尚希。宋世骤盛 ,叶石林辈 ,弁山之藏 ,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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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十万。⋯⋯今欲购书 ,又差易于宋。何也? 经则一十三家注

疏 ,递梓于诸方 ,史则二十一代 ,类颁于太学 ,合之便可三千馀

卷 ;宋初诸大类书 ,合之又可三千馀卷 ;南渡类书十馀 ,合之又

可三千馀卷 ;则不啻万卷矣。释藏金陵 ,道藏句曲 ,捐数百金 ,

即吾家物 ,稍益神仙、小说诸家 ,合之又不下万卷矣。”其他如

先秦、盛唐、宋世诸书 , 大约数百家 ;再加上所谓的经之闰者、

史之支者、子之脞者、集之副者 ,又无虑数百家 ,“悉世所恒有 ,

好而且力 ,则无弗至也”。胡应麟恰恰是好而无力 ,所以他也只

能常常因购书不得而怅惋弥月。当然 ,也并非所有书籍都可力

致。他以藏书家特有之识力 ,指出了数端“极难致”的情况 ,并

云 :“必多方笃好 , 庶几逢之 , 不然 , 赀钜程、陶 , 权压梁、窦 , 他

可力强 ,此未易云。”这当是他自己三十年间访书、求书的经验

之论。

作为一名夙有书癖但无财力的藏书家 , 胡应麟对当时的

书值标准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 :“凡书之直之等差 ,视其本 ,视

其刻 , 视其纸 , 视其装 , 视其刷 , 视其缓急 , 视其有无。本视其

钞、刻 ,钞视其讹正 ,刻视其精粗 ,纸视其美恶 ,装视其工拙 ,印

视其初终 ,缓急视其时 ,又视其用 ,远近视其代 ,又视其方。合

此七者 ,参伍而错综之 ,天下之书之直之等定矣。”前五者是刊

印以后书籍本身的客观情况 ,后二者是购书人的主观情况。只

有将客体与主体两方面的情况统一考察 , 才能确定书值的等

差标准。然后 ,他分别论述了本、刻、印、装等客体的等差类型

与其他因素之间的互补依存关系 , 如本 , 单从版本上说 , 有刻

本、钞本与宋本之分 ,“刻者十不当钞一 ,钞者十不当宋一”,然

而刻本与刻本之间、钞本与钞本之间、宋本与宋本之间 , 也还

存在着价值“自相较”的问题 , 这就需要考察其他因素 :“则又

以精粗、久近、纸之美恶、用之缓急为差。”此外还有一些特殊

情况 :“有装、印、纸、刻绝精 , 而十不当凡本一者 , 则不适于用

或用而不适于时也 ;有摧残断裂而直倍于全者 ,有模糊漶灭而

价增于善者 ,必代之所无与地之远也。”可见 ,在书值等差标准

问题上 , 胡应麟是强调对各种主客体因素的综合考察。很明

显 ,这种综合确定书价标准的方法论原则 ,就是对现在的图书

出版事业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。

胡应麟对当时图书事业情况的总结记述 , 为后人研究明

代图书事业史提供了丰富的、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。清人叶

德辉《书林馀话》录载有关明代刻书之事三十余条 , 其中仅有

一条不是采自胡应麟的记述。现代史学家黄云眉撰《明史考

证》, 则特地附录其所记两都、吴、越各地书肆及吴、越、闽、蜀

等地版本情况 ,认为此乃“古籍掌故所系”,“当时各地印刷业、

造纸业之大概 , 已可于所记得之”, 并明确指出 :胡应麟“能以

南北购书长期涉历所得 ,告之后人如附录云云 ,则诚足珍视。”

[ 13 ]而当今学界也径称之为明代“最留心此事”者 , [ 14 ]极大的

肯定了他的保存资料之功。

六 结语

综上所述 , 胡应麟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开展了对中国

古代图书事业史的研究 ,总结了历代的图书收藏情况 ,并特别

考察了历代图书的聚散情况 ; 鉴于宋代以来私人藏书家大兴

的事实 ,他探讨了藏书功用 ,提出了聚而必读才是防止藏书聚

而必散的最有效途径的认识 ,并率先划分了藏书家的类型 ;他

简要梳理了书籍由漆文竹简进化为书册的形态演变过程 , 肯

定了印刷术的发展进步 , 并对明朝当代的图书事业情况进行

了多方考察。这几个方面组合在一起 ,构成了胡应麟探讨和总

结古代图书事业史的研究体系。他的研究探索 ,不但初步确立

起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研究的基本格局 , 而且具有重要的理

论和方法论意义 , 为后世研究图书事业史做出了筚路蓝缕的

开创之功 ,洵为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研究的奠基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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